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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董其昌的书画应酬策略与明代书画商业模式的形成∗

刘 中 兴　 　 　 杨 　 峰

摘　 要：明代中期之后，随着书画消费的逐渐盛行，书画家的书画应酬渐至频繁。 董其昌通过婉拒、拖延、旧作以

应、印制专门名帖、选择字体等策略，以及雇人代笔等方式以应时需，亦激发了书画伪作现象丛生。 书画应酬虽然

会影响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董其昌书画作品的保值、增值空间和可获利性也得到不断

提升，代笔创作这种新型书画商业模式形成，书画代笔者群体增多，书画逐渐具备“炫耀性商品”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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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明清时期的艺术品消费成为艺术史

研究关注的热点，具有“商品”与“礼物”属性的艺术

品，逐渐成为艺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 如

有学者从分析书画家应对书画请托的方式入手，进
而探讨应酬对于艺术品形制、样式乃至艺术品风格

的影响。①在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中，白谦慎先生的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

究》是最早从“应酬”角度讨论艺术家创作、作品周

转及使用的论著。②此后，柯律格、何炎泉、吴国豪、
柳扬、薛龙春等众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

古代书画创作的应酬现象③。 “应酬”作为中国古

代书画创作过程中一个普遍而又独特的现象，逐渐

引起学界的关注。
明代中期之后，社会风尚的变迁、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政治生态的变化，促使社会各阶层对书画的需

求激增，书画家的应酬渐至频繁。 董其昌擅画山水，
倡导“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作

在明末清初画坛颇具影响，由此其书画应酬也随之

剧增。 晚年的董其昌曾感叹：“余自十七岁学书，今
七十二人矣，未知一生纸费几何、笔退几何！”④面对

应酬之繁，董其昌如何应对，交往与应酬等社会性因

素是否会影响其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是本文尝

试探求的问题。

一、以为世家光：书画消费的盛行

与董其昌的应酬之“需”

　 　 明代中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逐

渐发生转变，“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

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

端”⑤。 及至晚明，商业氛围浓郁，经商者日众，社会

风气普遍崇尚奢华。 晚明社会商业的繁荣和阶层等

级界限的模糊，促使社会结构逐步发生转型。 “古
者右儒而左贾，吴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

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⑥

“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等级阶层观念受到巨大冲击，
弃农从商、弃儒从商、商有儒行、士商相混成为一大

时代特色。
晚明社会重商、经商渐成风气，商人的社会地位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期

束缚下，商人重利的形象依然根深蒂固，即使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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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面接近甚至超越士人阶层，但商人缺乏文化

内涵的特性依旧被时人所轻视。 由于文人士子的社

会地位备受推崇，与名士结交、仿效名士生活，成为

提高商人社会认可度最直接的方法。 同时科举之途

壅滞，文人求生之途惨淡，使得文人名士不得不直面

生存的压力，商人的雄厚财势可为文人维持生活、提
高声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两者间彼此互动频繁，渐
至士商相融。 “文人名高，商人多金。 名士以商人

为经济后盾，可以照样风雅，照样赋诗度曲；商人由

名士捧场，奸贪说成义廉，俗物谀为雅士，生意越做

越大，与民众的矛盾也得以缓和。 一文一商，相得益

彰。”⑦

士商之间彼此依赖互利，商贾通过消费具有精

神文化属性的书画，模仿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以缩小

与士人阶层的身份差距，填补自身所缺乏的文化属

性，由此出现了商贾广泛搜求书画的现象，“时四方

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

多”⑧。 然而，商人群体整体上欠缺鉴赏书画艺术品

的能力，亦不能真正品鉴书画艺术所蕴含的精神意

境，其动机主要在于通过消费书画以彰显其财势和

品位，“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

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 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

美”⑨。 书画作品成为士商交往的重要媒介，而在商

人夸耀性消费的促动下，书画消费日渐兴盛。
文人士大夫以其“四民”之首的地位，成为书画

消费的引领者，商贾加以推动，促使书画消费蔚然成

风，消费群体亦随之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 据张岱

《陶庵梦忆》记载：“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

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
胜其摇鼓颌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

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⑩面对多

元化的市场需求，部分书画家主动“进入”书画市

场，直接创作符合市场审美需求的世俗化作品以迎

合消费。
明代中后期书画消费热潮的兴起，为文人投入

书画市场提供了契机，“明人作画虽也标榜自娱，实
则基本上每一幅画都有制作商品”。 在书画市场

交易中，书画创作主体的经济意识亦随之增强，逐渐

转型为职业书画家，进而形成画派，与其他书画家群

体在竞争上形成明显的区别。吴门画派是最早与

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并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画

派之一。 虽然吴门画派的崛起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

密切，但吴门后学过于主动迎合书画市场，致使其书

画创作趋于庸俗化、世俗化，进一步造成了晚明江南

地区书画市场的复杂多变性。 同时，书画市场中模

仿名家之风渐行渐盛，致使书画风格趋于雷同，技法

上难以变革、创新，最终导致了吴中地区书画创作模

式僵化，吴中的书画核心地位逐渐转移至松江地区。
董其昌作为松江地区画坛领袖，曾指出吴门没

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画学传统的中断，“近代沈石田，
去胜国百年，名迹犹富，观其所作卷轴，一树一石尺

寸前规。 吴中自陆叔平后，画道衰落，亦为好事家多

收赝本，谬种流传，妄谓自开门户”。 董其昌作为

江南地区文人后起之秀，在政治声望与文化声望相

互作用下，逐步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领袖之一。 随

着董其昌文化声望的隆盛，其书画作品兼具艺术价

值和商业价值，在书画市场中的行情甚高，甚至经由

董其昌转手的书画价格亦较高，“王叔明花溪渔隐

一全幅，纸写，大树千余株，似王笔作树身与点叶，并
有逸趣。 作小柳树数十株，乃大失步，山与石有佳

者，有失步者，点苔则大失步，作小楷七八十字，落款

乃生硬不成章，想是当时高手临本。 云间董翰林思

白卖于黄开先，取价五十金”。
对于世人对董其昌书画创作的追捧，陈继儒曾

言：“宗伯之笔，顿令枯者荣，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

庆，数千里舆金辇璧，恨不能乞其片言只字，以为世

家光，以为子孙重。”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名重当时，
求其书画者络绎不绝。 董其昌在书跋《李司勋告身

册》中称，“予在史馆时，承乏掌词头，先后五载，每
为人所强，书一副本，刻石传之家庙。 既还山中，继
请者不绝，遂有黎丘之混，几焚砚矣”。 面对众多

求画者，为避免落入频繁的书画应酬创作，董其昌亦

采取相应的策略，以面对应酬之烦。

二、旧作应请与《宝鼎斋帖》：
“意违势屈”的无奈之举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就外部条件对书法

创作的影响做了深入的总结：“神怡务闲，一合也；
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
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 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

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
怠手阑，五乖也。”其中，二合之“感惠徇知”，即为

酬谢知己，或以书法形式表达亲朋对自己之恩惠，此
种心绪可充分调动书写者的积极性。 而“二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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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违势屈”，即为违背自身心意，或迫于某种情势，
在极不和谐、舒畅之情境下作书。

对于董其昌而言，面对频繁的书画请托，他也经

常感叹应酬太繁，很难有“感惠徇知”的状态，更多

的是“意违势屈”的被动之作，甚至出现想要封笔的

念头。 董其昌的书画应酬之作，大致可分为自由性

和非自由性创作，其中部分求索者并不限定创作的

内容，遵从董其昌自己的意愿，在此类应酬创作时，
董其昌拥有绝对的自由。 但亦存在特殊情况下的非

自由创作，一般请托者多为至交、长辈、上级官员，要
依从请托者的具体要求而作，此类应酬创作一般限

定创作内容。 董其昌面对非自由性应酬时，常常用

“征”“命” “索”等生硬的字眼，表达限于创作环境

的无奈。 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董其昌所作金笺山水

画皆为友人所征，“是岁凡作画五幅，振之得其三，
其二则霅川社友米偕之所征也”。 万历二十九年，
董其昌曾被命仿作书，“尝被命仿《黄庭》作千文一

本以进，今观其迹，但以妍媚飞动取态耳”。 万历

三十五年二月，董其昌专门仿照李邕笔意书 《大

学》，以应杜冠军求索，“秦吴相去可万里，杜冠军专

使索《大学经》，咄咄奇事，为仿李北海笔意应之。
使予得见冠军舞剑，作书当不啻此也”。

面对频繁的书画应酬，董其昌一般会委婉拒绝

并说明缘由，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求索者不被满

足的尴尬情势。 万历二十七年，好友黄邻初以其所

藏王羲之《疗疾帖》嘱董其昌作跋，董其昌直言此卷

乃是摹本，婉言拒绝作跋。 后黄邻初将此卷寄予董

其昌，董遂将其摹刻入《戏鸿堂》内回敬好友，“台州

二守黄邻初，余同年同座主友也。 丁酉典试江右，黄
为分考，谈及此卷，恨无缩地术得一寓目。 乙亥春

正，忽走书属予作跋，乃摹本耳。 然所谓下真迹一

等，即唐人双钩填廓者也。 余为黄道破，不复作跋。
及推守 福 州， 以 此 卷 相 寄， 余 摹 刻 之 《 戏 鸿 堂

帖》”。 崇祯八年（１６３５）二月，友人玄默上人索

书，董其昌托以生病婉言拒绝，“乙亥二月朔，玄默

上人刻《金刚经》石本成，复就余索书此经，病暑无

以应也”。
同时，董其昌面对权贵、权臣的求索，亦间有直

接拒绝的状况，“山僧逸民狎而得之，而上相巨卿豪

珰贵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则甚奇”。 显然此言

有虚，但是董其昌确实有对权贵拒绝的情况，此类举

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彰显文人高洁秉性，对于提升

其文化声望有一定作用。
但也有特殊征作情况，如求索者不远百里、千里

专门到访，此时不便婉言拒绝，即使心存忧烦，也只

能应其所请，“今日写各体书，烦稿未平，对客拈笔，
每仿一种，不能百字，仅尝一脔，似穷五技，然使纸有

馀地，凉风嘘之，当不止此。 商丞百里见访，不孤其

意，未知得如贾耘老换羊书否？ 偶背临钟王楷书各

一种，失其文句，不能与原本相合”。 万历四十三

年八月，好友蒋道枢专门到访，留十余日征图，董其

昌遂作《山居图》应请，“蒋道枢见访，留西楼十余

日，为索余《山居图》，以此赠之”。 万历四十五年

春，穆中翰不远三千里到访求跋，董其昌特应其所

请，“此卷《阳关诗》，自余定为米南宫笔意无疑，盖
乙未年于长安见之，未为飞凫点破，意欲购之，空橐

为窘，不知何年落东明穆中翰手。 中翰余门下士，曾
于丁巳之春，不远三千里走吴山荐蔚，出此卷求

跋”。
董其昌较为常用的应酬策略，是拖延或将其旧

作、或之前应其他场景所创作的诗文书画用于应酬，
“右余庚子岁所临《阁帖》，凡得五卷，一为余门人魏

澹明工部所请去，其一卷为东昌许周翰太守藏之，今
止存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为友人分割，渐散失尽

矣。 此二谢书亦其余也。 俞彦直以高丽纸征余书属

趣装，多酬应不能辄暇，因拾箧中书，所谓神怡务闲，
所称合作者，以之塞请云”。 好友俞彦直持高丽纸

求书，无奈应酬烦扰，便将其往时所作应请。 万历三

十七年六月，韩公祖索书，因天气炎热难以创作，董
其昌便将其旧作应请，“侍御晶宇韩公祖以生绢征

书，书旧作请教。 伏蒸挥汗，殊不能佳，只堪覆瓿

耳”。 十月，董其昌令儿子专门将其所藏各种书帖

印制《宝鼎斋帖》，以应频繁征书者，“甲辰秋，余得

此于西湖，因以名藏书之室。 儿子刻余真行各种书

稍称合作者为《宝鼎斋帖》，有徵余书者，以此塞请，
足以简应酬之烦，壹似永师作铁门限也。 因书宝鼎

名斋之意以系之”。
面对应酬，董其昌或限于笔力，或限于心境，常

常不能应时而作，以至出现应酬创作的延迟状况，如
“正宇赵使君数征余画，久已搁笔，而伪本甚多，不
敢以应。 青溪雷山人大纶为公门下士，收得此图，裨
题以赠”。 面对好友数次征求，限于自身笔力，只
能拖延待日后应承。 “米元章好书《天马赋》，赋亦

沓托少韵，独以书传。 余所见三本，时复书之，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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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法。 然非以《禊帖》用笔之意为之，终不得似也。
生甫好余书，余游武林，数以此册嘱书米赋，萧寺酬

应之烦，未有以副，归山居，方复修诺。 时已巳三月

望。”董其昌首肯好友所请，无奈应酬太烦，直到家

居休闲后才得以守诺。 好友李孟白求索楷书《华严

经》，董其昌直到四年后方允诺完成，“始余书《华
严·普贤品》及半卷，会西陵李司徒孟白开府天津，
以一札征余小楷，即以寄之，孟白精心《内典》，既留

半卷，复趣余续成完帙。 余欲下笔，不能记忆过去所

书当于何止、当于何起，往复四年，迢遥万里，终未免

也。 今年春余北上，已于书簏中简得《华严》合论，
有朱笔点记，起至莞然，自喜可应孟白之教，谨藏书

笥，行过甓社湖朱水部官舍，属以便舟寄至京邸，而
余以单车就道，坐未煖席，孟白有陪京大司空之命，
更有申请，且曰：‘即不能盈卷，可跋数语，庶几了

义’云。 余故不敢食诺，有愿书完却寄”。 “久已

搁笔”“不敢以应”“萧寺酬应之烦”“方复修诺”“不
敢食诺”等语，可见董其昌日常应酬频繁，对于部分

应酬只能推迟。
董其昌为了提高应酬效率，还常常会谨慎地选

择字体，即会考量受书人的身份、双方关系、具体情

境，从而运用不同的书法来应酬，“吾书无所不临

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 但以行草行世，
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 若使当其合处，便不

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小楷书法结构

严谨、优美雅致，但用笔费时费力，不适用于频繁的

应酬，而行书、草书率性而作，快捷高效，董其昌会依

据应酬情景而审慎选择，如在为好友项元汴撰写墓

志铭时特意用楷书撰写，但行草应征实则是其书法

应酬的主要选择。 董其昌对于古人书法创作时注重

心神专注，而自身因无奈却率性而为的行径常有反

思，“苏端明遇佳纸精笔，横陈几案，辄自作书不休，
有从索书者，辄怒不许近，时祝希哲亦然。 余虽好

书，都不自作书，每胜日闲窗，为人所强而应者，当时

率意涂抹，宁知后来尽用入石，不得少藏其拙也耶！
因观书种续刻题此”。 董其昌深知为了应酬，一味

追求效率，实则会有损自身书画艺术成长与声名传

播，“吾乡陆俨山先生作书，虽率尔应酬，皆不苟且。
尝曰：‘即此便是写字时，须用敬也。’吾每服膺此

言。 而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

处。 惟应酬作答，皆率尔苟完，此最是病。 今复遇笔

砚，便当起矜庄想。 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

故能成名。 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未有精神不在传远

而幸能不朽者也”。

三、心知其伪而不辨：代笔体系的形成

名家书画代笔现象自古有之，“古书名家，皆有

代笔。 苏子瞻代笔，丹阳人高述。 赵松雪代笔，京口

人郭天锡。 董华亭代笔，门下士吴楚侯”。 明代中

后期，伴随着商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文化

消费的盛行，书画消费群体逐步拓展至社会各阶层，
民众的社会生活日趋享乐化、艺术化，书画消费渐渐

成为流行风尚。 面对文化市场的发展以及书画消费

需求的扩大，书画家群体的经济意识日趋萌动，部分

书画家主动参与，甚至迎合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书画

创作渐至功利化、商业化。 名家请人代笔行为应需

而行、应时而盛，例如唐寅的书画多由周寅代笔以应

时需，“唐六如画法受之东村，及六如以画名世，或
懒于酬应，每倩东村代为之。 今伯虎流传之画，每多

周笔，在具眼者辨之”。 吴门画派由文征明引领走

向了高峰，而其请人代笔颇为寻常。 面对广泛的书

画需求以及社交应酬，文征明书画创作实难以满足

多元化的需求，便通过门人弟子代笔以应多方求索，
其请人代笔的事实甚至一度受到了时人认可，“朱
朗，字子朗，为衡山高足，征仲应酬之作，多出子朗

手。 金陵一人客寓苏州，遣童子将币于子朗，求征仲

赝本。 童子误送征仲宅，致主人意。 征仲笑而受之

曰：‘我画真征仲，聊当假子朗，可乎？’一时传以为

笑”。 而文征明面对书画交易市场中出现的涉及

自身书画的作伪状况，常本着忠厚之心，顾虑到代笔

者、作伪者的现实境遇，多持以保留、包容的态度，
“衡山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 凡吴中收藏书画之

家，有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者，虽赝物，先生必曰此真

迹也。 人问其故，先生曰：‘凡买书画者必有余之

家。 此人贫而卖物，或待此以举火，若因我一言而不

成，必举家受困矣。 我欲取一时之名，而使人举家受

困，我何忍焉？’同时有假先生之画求先生题款者，
先生即随手书与之，略无难色。 则先生虽不假位势，
而吴人赖以全活者甚众”。 其时，底层社会文人多

以此为谋生手段，大众更是多加包容，致使晚明时期

书画代笔、作伪交易状况愈演愈烈。
明代中后期名家书画代笔、作伪现象泛滥，名家

书画代笔者一般多为书画家门人子弟，他们的书画

风格相近，雇人代笔不仅可以解决应酬疲劳，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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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门人带来一定的润笔收入，这也成为代笔者谋生

的一条途径。 部分书画代笔者凭借自身技艺，主动

投入书画市场，专职代笔以应广泛的书画需求，进而

发展成为职业化的书画作伪，“（朱殿）顷遂自作赝

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 又有苏人为之搬

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 同时亦间有出

现部分谋利者，抓住大众书画消费心态，专事书画作

伪，俨然形成了规模化、系统性的书画作伪生产和销

售产业链，深刻影响着明代书画市场。
董其昌一生历经六朝，结交好友遍及全国各地，

好友身份涵盖仕宦、商业、文人、佛道等各个领域。
面对代笔市场的渐趋规模化，董其昌也有请人代笔

之作。 对于一般求索者，董其昌会选择请人代笔，但
对至交、赏鉴家时常亲自着手，“崇祯癸酉，余游燕

都，适思翁应宫詹之召，年八十余矣，政务闲简，端居

多暇，余时过从，而楚侯恒在座隅。 长安士绅祈请公

翰墨无虚日，不异素师铁门限，公倦于酬应，则倩楚

侯代为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志以去。 楚侯之寓堆积

绫素更多于宗伯架上焉，虽李怀琳之拟右军不是过

也。 惟知交之笃，及鉴赏家，公乃自为染翰耳。”

董其昌的书画代笔人主要是其好友以及门人弟

子，其中有史可考的有赵左、常莹、赵泂、叶有年、沈
士充、吴易、吴振、杨彦冲等十余人。 董其昌与松

江地区诸书画名家共同开创“松江派”，并奠定松江

派的绘画风格特点。 “云间绘事，自董宗伯思白为

文人建幢，于是崇雅文士，竞趋秀逸，第蹑迹则涉于

肤浅，若竹屿者，可谓接云间之正派也。”实际上，
赵左、沈士充、吴振等人皆是松江府内画艺出众的代

表人物。 赵左擅长山水画创作，画艺超然绝俗，画名

远播，被时人冠以“苏松派”首创者之名，“赵左，字
文度，华亭人，善山水，笔墨秀雅，烟云生动，烘染得

法，设色韵致，虽自成一家，间有临仿宋元家法者，亦
用焦墨枯笔为之。 吴下苏松一派，乃其首创门庭

也”。 沈士充为赵左的弟子，为云间派的中坚，
“沈士充，字子居，松江人。 写山水丘壑蒨葱，皴染

淹润。 云间画派，子君得其正传”。 赵左是董其昌

的好友，其画艺与董其昌平分秋色，甚至高于董其

昌，赵左“与董思白为翰墨友，流传董迹，颇有出文

度手者。 两君颉颃艺苑，政犹鲁卫，若董画而出于文

度，纵非床头捉刀人，亦所谓买王得羊也”。 赵左

与常莹实则为董其昌重要的绘画代笔人，董其昌应

酬不暇时，便会请二人为其代笔，“董文敏疲于应

酬，每倩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 “尚书

雅得钟王真，画通书理空前人，下笔森瘦秀彻骨，吴
振、赵左皆逡巡，左之淡逸得天趣，振也潇洒工枯树，
董公墨妙天下传，润饰特资两君助。”显然，赵左、
吴振等人画艺超绝，名重一时。 “赵左，字文度，松
江人，山水宗黄子久，而秀润之气则其天赋，为董太

史所重，多令代写，董自书款。”对于赵左等人的画

艺，董其昌亦十分看重。 这些人愿意为董其昌代笔，
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彼此相互熟知，或友情互助。 对

于代笔人而言，为名人代笔亦会得到相应的经济收

益，“子居与思翁同时同里，能貌董画。 曾见陈眉公

与子居老兄尺牍云：‘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
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

也’”。 显然，为董其昌代笔，亦会获得一定的声

望和经济收入。 可见董其昌与代笔人之间的关系并

非单一、纯粹的代笔关系，而是彼此互惠互利的。
董其昌一生虽然长期寓居松江，但亦常游历在

外。 宦游在外时，董其昌常常培养、寻找适当的代笔

人，“元宰门下士则有吴楚侯。 楚侯名翘，后改名

易，以能书荐授中翰。 为诸生时，思翁颇拂拭之，书
称入室弟子”，“长安士绅祈请公翰墨无虚日，不异

素师铁门限，公倦于酬应，则倩楚侯代为之”。董其

昌在京师期间亦常请杨彦冲为其代笔，“杨彦冲者，
余友杨彦履宫谕之弟，庶常元章之叔，善诗画，尤好

余书。 常从余为玄真钓舫之游，所得余行楷甚具，又
时有摹本，且十卷矣。 余既入长安，而彦冲尽以入

石，念余书多赝本，又懒役手腕，以此为马文渊铜马

之式，命之曰《铜龙馆帖》云”。 董其昌晚年时，杨
彦冲是其重要的代笔人，“思翁晚年酬应之笔，出于

彦冲者居多”。 在一定程度上，董其昌以书画“赞
助人”的身份，培养了众多门人弟子，锻炼他们的书

画艺术，提升他们的社会声望，使其成为自己书画社

交应酬中的重要代笔人。
面对广泛的社交圈以及人情义务，董其昌的书

画代笔逐渐形成了规模性、系统化操作流程，“先君

云，与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常见其作画，案头绢纸竹

箑堆积，则呼赵行之泂、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
写款、用图章以与求者而已。 吾故不翁求，而翁亦不

吾与也。 闻翁中岁，四方求者颇多，则令赵文度佐代

作，文度没而君山行之，继之真赝混行矣，然真赝区

别，一目击而知之。 但真迹时有诖误处，不可听人之

指谪，轻为去取也，望其神骏斯得矣”。 董其昌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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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书画代笔之行为是长时期持续性的行为，且具有

一定的规范化程序、灵活化组织。 面对请托，一般先

由他人代笔，董其昌只负责书画创作过程中最后的

题跋、下款用章等工作。 所谓二十年间未尝见董其

昌亲自作画，虽然有社会应酬频繁的原因，但其深层

次原因实则与董其昌自身书画艺术存在短板有关。
“董文敏笔甚健，书画皆勤敏，但不耐长卷大轴，往
往零星小册四页、六页者最多，若巨制，率为捉刀。
曾见杨氏藏仿巨然高头大卷，长几二丈有奇，乃王元

照代作也，款亦元照所书（余所见玄照代董画共三

四事），知此者，甚鲜也。”对于长卷大轴等书画巨

作，董其昌并不擅长，唯有请人代笔以应。 “受之太

史示余李营丘寒林落日图，精妙绝伦，因篝灯仿之，
但不耐设色，留置案头，适文度过访，遂足成之。 逊

之玺卿于余画有昌独之嗜，并旧摹九册寄呈，尚有泛

柳图，当续请教也。”董其昌仿《李营丘寒林落日

图》，但不擅于绚丽设色，等到赵左为其捉刀，方才

完成此作。
董其昌门下弟子为其代笔，进而发展为其他人

也依托其声名行作伪谋利之事，最终超出董其昌自

身可控范围，造成大量书画伪作流传于世。 “新安

一贾人欲得文敏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可令

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之礼。 命童磨墨，墨浓，文敏

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 持归悬堂中，过客见

之，无不叹绝。 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

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

年为己书者。 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

声呼屈。 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 文敏笑曰：
‘君为人所绐矣！ 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

大喜再拜，始得真笔。 归以夸人，而诚者往往谓前者

较工也。”诸如此类假冒董其昌作伪欺人之事比比

皆是。 晚明时期，伴随着书画作伪水平、书画临摹技

艺的提升，以至董其昌也难以进行准确的书画鉴定，
“思翁常为座师某公作书，历年积聚甚多。 一日试

董甲乙之，乃择其结构绵密者，曰：‘此生平得意作，
近日所作，不能有此腕力矣’。 某公不禁抚掌曰：
‘此门下所摹者也。’乃相视太息”。

四、结语

人情酬酢与间接的买卖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

特点，白谦慎先生认为：“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

意、旨在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

友情、人情的往还而书写的作品，广义地来说，都可

以视为应酬作品。”很多应酬作品是用来维系社会

关系的，并无直接的经济动机。 但“应酬”的“应”是
对某种需求或期待的“回应”，“酬”则带有“报偿”
或“酬谢”之意，点出了书画者和请托者之间的互惠

关系。书画应酬作品并非纯粹的传统文人抒情达

意之作，其中确实会有一些草率敷衍之作，世人对其

评价不高，而傅山就曾评价自己的应酬作品“无一

可观”，可见交往与应酬等社会性因素确实会影响

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 从董其昌的书画应酬来

看，影响其创作应酬作品的因素，既有请托人和接受

者的喜好、文化修养、鉴赏水平、交往层次等客观因

素，也有其自身的重视程度、彼时心境等主观因素。
虽然应酬作品并无直接的经济价值体现（否则就成

了商业作品），且不论向董其昌求取书画者的目的

如何，不论其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否名实相符，在
当时市场环境下，董其昌书画作品的保值、增值空间

和可获利性的不断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董其昌的书

画应酬，反映了其政治影响、艺术地位、商业价值的

融合，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资本。 这种文化资本对

书画市场产生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一种新型书画商

业模式。 自从明代中后期书画进入大众日常消费之

后，书画逐渐具备“炫耀性商品”的特性，董其昌

所代表的“文化资本”和书画市场长期相互作用，对
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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